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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從火星或者從真實世界中來的人會驚異地發現經濟地理學和國際貿易理論竟然是分屬於截然不同的兩個領域，無論在知識上還是單個方面都幾乎沒有什麼聯繫。為什麼把一瓶法國甜酒放到柏林的餐桌上的過程和把加州的甜酒放到紐約的餐桌上有著很大的不同？對，那是因為法國工人很少到德國去找工作，法國的瑞士人也幾乎不願意去蘇黎世。貿易和地理的確應該是同宗的兩個分支。 
    由於技術和歷史等原因的共同作用，經濟地理學和國際貿易的研究很早就分道揚鑣。國際貿易的標準經濟理論已經完全融入新古典主義的傳統(指的是基於理性個人行為假設的均衡模型)之中。儘管這種傳統在規則上用不著避諱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市場，然而有一種易於被理解的傾向在歷史上扮演著重要角色，即在實踐中一定要盡可能少地抵制數學的應用，這一傾向使得貿易理論偏愛靜態的、完全競爭的、不變利潤的理論研究。不幸的是，我們不可能用這樣的理論來說明經濟地理學中大部分有趣的問題。所以，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避開了地理問題——大部分模型描繪了一個沒有運費的世界，使城市看起來彼此孤立。——有時被貿易理論學家認為是半成品的模型，卻被用作地理基礎，而且經常斷章取義。 
    但是經濟學畢竟在發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國際貿易理論經歷了一場平和的革命。一種新的貿易理論把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和多方平衡強有力地納入主流。儘管新貿易理論家經歷了很長的時間才接受上述的可能性，但是到了1990年，隨著貿易理論革命的出現，經濟地理學的問題已經顯然不能避而不談。於是新經濟地理學應運而生。 
    我知道這個名稱會惹惱勤懇工作的傳統經濟地理學家們。因為他們覺得不但“新”地理學家所說的很多東西其實是老套的，而且新經濟地理學和舊的貿易理論一樣忽視了他們所研究的現實的東西。關於這一新領域的缺陷我會留到本章的末尾處討論。在這裏，我主要的目的是解釋這種新地理學是什麼，在經濟分析中究竟應該如何定位哪里才是它合適的位置。 

新經濟地理學的目標 
     眾所周知，紐約這個大都市經濟水平相當的高。歷史上很多人——譬如阿爾比恩(Albion，1939)——對此做出過解釋：這個城市之所以能贏得其首要的地位，主要在於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天然良港帶來的初始優勢；伊利運河使得紐約早期與內陸之間聯繫通達便利；19世紀初商人帶來的各種創新(如大西洋上定期的往來航行)。今天，某些產業尤其是金融和通信的存在帶來的優勢繼續維繫了紐約的重要地位。可以參見胡佛 (Hoover，1959)對於這些優勢作用機制的描述，他的理論可謂詳盡，至今也無人能出其右。另外，阿郞索(Alonso, 1959)最早進行了土地利用模型研究，借助該模型，可以更好的理解大都市的內部結構。 
    但是在某些習慣於國際貿易理論的晶體般清晰(crystalline clarity)的人看來，這種層次的理解還很難讓人滿意。你想要把對城市經濟的討論融入國家(或世界)經濟的運作中去並將其作為一個整體——就像一個經濟學家會說的：你需要一個一般均衡的例子，其中錢從哪里來到哪兒去，這些都是清清楚楚的。這個例子應該能同時解釋集聚和分散——為什麼有如此多的人在曼哈頓工作，而又有如此多的人不在。源于馮杜能 (von Thunen，1926)的傳統分析很好地解釋了城市周邊或中心商務區的土地利用模式，但是這種解釋簡單地假定存在中心焦點(central focus)。這樣的描述應該盡可能地從激發機制這一更基本的角度解釋集聚的力量，使我們不至於因此遭受物理學家這樣的譏諷：“經濟學家覺得公司會集聚是由於集聚經濟學的存在。” 
    所以，新經濟地理學的目標即是設計出一個模型化方法——一個描述的機器——可以像討論整個經濟背景下的紐約經濟一樣討論各種事情：也就是，在一般均衡條件下。它應該能使我們同時說出使經濟活動集中的向心力和使它分散的離心力——實際上，它應該能使我們描述出某一種經濟在這些力的作用下的地理結構的形成過程。它還應該從更基本和微觀的微觀決策（micro decisi- -ons）方面解釋這些力。 
   這聽起來似乎不難，但由於討厭的技術原因實際上並不容易實現。這些可能按照微觀決策解釋集聚的說法取決於報酬遞增，或者說至少在單個生產者層面上是不可分的。這表明不可能假定完全競爭，而不完全競爭又很難融入“一般均衡”理論。運輸費用很顯然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你想對經濟有個整體的印象的話，被使用的資源和運輸業產生的收入也應該考慮納入其中。這些麻煩累加起來，問題就變得很複雜而難以表達。 
   但是如果做出一些愚蠢但是方便的假定(新貿易理論和八十年代後半葉出現的“新增長理論”都用到了假定)，事情也就用不著這麼麻煩了。這其實就是新經濟地理學所採用的策略。 

模型製作者的比賽
        在我們的《空間經濟學》一書中，藤田（Fujita）、維納布林斯（Venables）和我提出了一個只有經濟學家才會喜歡的口號：“迪克西—斯蒂格裏茨（Dixit-Stiglitz）、冰山、演化和電腦”。我們和其他新經濟地理學理論家在這個課題上為對付技術困難而採取了某些對策，這一口號可謂抓住了這些策略的本質。每個人都知道這些都是策略上的簡化，甚至可以說不過是一些小伎倆。但它們的確讓我們克服了技術難題而讓我們能夠描述真實的經濟。 
      迪克西—斯蒂格裏茨（Dixit-Stiglitz）指的是20多年前迪克西（Dixit）和斯蒂格裏茨（Stiglitz）提出的一個具有獨創性的分析模型(Dixit和Stiglitz，1977)。他們的做法是借用一個舊的思想——“壟斷競爭”——並給了它一個清晰得多的定義。一般用壟斷競爭來認識壟斷力量的存在——而報酬遞增會增強這種力量——當盡可能少地犧牲好的老式供求關係的簡單性時。這樣公司就有了市場力量並且使用它。但是它們被假定以一種純粹單方面的方式行動，根本不會組成卡特爾甚至不會私下裏定共同的價格。每一個公司在自己與眾不同的產品上形成壟斷，但是別的公司可以引入這種產品的替代品(不完全的)，這種新公司的自由進入消除了任何的壟斷利潤。要想以這樣一種不複雜的方式做出解釋，必須在消費者行為和生產技術方面做出一些可笑的假設。但是它具有其自身的優點，可以在最後描繪出這樣一幅經濟的畫卷，在其中有報酬遞增、市場是不完全的，而且不會捲入由現實中的寡頭賣主壟斷造成的麻煩。 
    “冰山”指的是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於1952年提出的一個精巧的運輸模型，在傳統貿易理論裏只有少量的論文裏提到，這個模型在理論中引入了運費。他沒有描述一個提供運輸服務的產業，而是認為是資本和勞動力使得貨物得以移動。薩繆爾森（Samuelson）提出假定貨物可以被自由地運輸，但是部分的運輸“融入”轉運中。很愚蠢，不是嗎？不過，它避免了把運輸作為一個獨立的產業來分析，而且還簡化了對壟斷企業如何制定價格的描述。(特別地，它不再承擔運費，制定的出口離岸價格(FOB Price)比國貨銷售的還要低。) 
    “演化”指的是如何去思考經濟是怎樣選擇幾種(或者是很多種)可能的地理結構中的一種的。的確新經濟地理學模型都具有多重平衡，為了說明這一點，可以看這個例子，如果在1860年是費城而不是紐約被建成金融中心，這種領導權一定會自我維繫下去，就像今天我們看到的一樣。顯然這意味著是歷史決定很多種可能的結構中到底哪種會出現。但事實上也沒有那麼明顯：如果個人自己預測未來並在此基礎上做出決定，那會發生什麼？一個人面對著自我實現的預言的可能：如果大多數的金融公司相信大多數其他的金融公司將會遷往費城，他們的想法將會被證明是正確的，但是相應地會相信他們都會遷往紐約，或者是因為這樣的原因都去波士頓。新經濟地理學中“演化”的觀點指的是不要讓假設的競爭者去預言，假定在哪兒選址是基於當前的情況，因此達到自我實現的預言。一種經濟的地理以一種反映歷史和事件的方式發展，而不是對未來的預測。 
    最後，“電腦”指的是新經濟地理學家傾向於使用高科技數位化方法——這本來是前一代人就應該去完成的主要任務，但是現在只是偶爾才會在臺式電腦上用一下。作為直覺靈感的源泉，它是一種從基本模型獲得可能性感覺的方法。從紙和筆的分析中可以獲得大量的東西，經常綜合這種分析與仿真的結果能給出清晰的直覺解釋，而這種分析和直覺都最先由電腦研究探索得到。 
    關於這種特殊方法如何工作的簡單例子可以在一些地方找到(不僅Fujita,還有Krugman,1991,Puga和Venables,1996等等)。在這裏我不再復述這些例子。相反，讓我們直接跳到已經得出的第一套結論：關於集聚和分散的相關理論被歸納為“核心—邊緣模型”。 
    
中心和邊緣 
    在經濟地理學中，最簡單的例子恐怕是關於兩地間產品的分配或者是可移動資源的移動。也許你會通過闡述兩地內在的不同來做出解釋，實際上，你用的是經典的比較優勢理論。然而，新經濟地理學會從這麼一個問題開始，即：報酬遞增和運費的相互作用是怎樣致使一種特殊的生產地理結構的出現。在現實世界裏肯定是不只有兩個地點，但最簡單的情況往往會得出有趣的結論。 
    這些例子中的第一個是一個舊的例子：關於國際貿易中市場的影響作用(Krugman,1980)。假定兩地間的資源不可移動，其中一地提供比另一地更大的市場；某種商品的產量隨報酬遞增的多少而變化。報酬遞增促使每一種產品的生產集中於其中一地。又由於運費的作用，在市場大的地方生產，然後運往另一地，這樣更有利。(但是這種集聚並不完全：如果大部分生產商選擇在更大市場的地方，那麼落戶在較小市場的生產商將會得到另外的補償：那裏競爭要小。) 結果，提供較大市場的地方會向另一地出口那些需要考慮報酬遞增的產品。 
    現在假定某些資源——比如工人——是流動的。如果一個地方提供更大的市場，這會刺激工人向該地移動。但這種移動本身實際增大了目標地點的市場，減小了始發地的市場。所以很快可以得出兩地將會出現小的不對稱的可能，它也許起源於某種小概率事件，但會不斷地自我增強。(觀點上上述也許並不新穎，但核心—邊緣模型可以給出累計過程的更精確的公式描述(Pred，1966)) 如果並不是所有的資源都是可移動的，就會有生產分散的對抗性趨向來適應不可移動資源在地理上的分散。新經濟地理學中即使是最簡單的例子(1991年Krugman提出的)都包含這麼一個基本的思想——總是存在著這樣兩種張力，它們共同作用，一種是導致集聚的向心力，一種是阻礙集聚的離心力。 
    那個最簡單的例子還揭示了一些微妙的的東西，如果不仔細分析它們可能會忽視。首先，使國內市場起作用的“後向聯繫”必然得到“前向聯繫”的補充。“後向聯繫”促使生產者在較大市場處集聚，“前向聯繫”促使工人靠近生產消費品的生產者。如果前向聯繫和後向聯繫存在的話，它們都會促生集聚的過程。 
    其次，集聚不需要發生。前向和後向連接是否強到能夠克服由不可移動資源(如耕地)產生的離心力決定了我們想像中的經濟是個什麼樣子。在一些基本方面(如運費、規模經濟、地理上可以移動的經濟資源的份額)的微小變化都會使經濟發生傾斜，區域從均質而平等開始發生變化，區域極小的初始優勢不斷累積，最終使一個地區變為工業中心而另一個地區變為非工業化的邊緣。(也就是說，這種模型經濟的動力在於“分支點”，在這些點上它們的本質特徵發生了突變。) 
    最後，核心—邊緣地理能形成和必須形成的條件之間有著重要而微妙的不同。在某種條件下，已經建立起工業集聚的地區會自我維繫這種集聚，工業均勻分佈的地區也會保持穩定。某種程度上講，其中存在著一個技術問題——這意味著當經濟學家對模型作數學分析時，必須對“對稱破裂”和“可支撐性”的條件分別進行計算。它還表明現實世界地理結構可能的演化比一個人可能想到的會複雜得多。讓我們來看一下歐洲未來的金融地理。你可能會注意到美國有一個具有統治地位的金融中心，從而預測隨著一體化的進行和統一貨幣的使用，歐洲也會出現一個類似的中心。但是核心—邊緣理論告訴我們有時候多中心和單中心的地理都可以很穩定。這樣歐洲當然將維持現狀，紐約式金融資本已經建立，歐洲沒有必要從頭發展一套自己的體系。 
    核心—邊緣模型讓我們基本上瞭解了新經濟地理學的框架結構——它展示了基本規則，定義了基本概念，幫助我們形成感性認識。它就像貿易理論教科書裏的 “雙邊模型”（two-by-two model）。但是它僅僅是這一領域的開始。 

從集聚到集中 
    核心—邊緣模型本質上還是和“集聚經濟學產生了集聚”一樣的，它只是從更微觀角度思考一個向心的趨勢是如何出現的。特別是集聚，它產生於工廠的報酬遞增、運費、移動因素的相互作用，報酬遞增促使單個的生產者集中在一處生產；運費使它願意落戶於靠近較大市場的地方；移動因素意味著生產者遷往一地後會使該地市場的規模增大，而使得該地更具吸引力。 
    實際中生產的集中程度比資源要大，從這一意義上說，不是每一集聚都是每一種產業裏重要的生產者。城市很多，但是紐約只有一個——同樣也只有一個底特律和一個好萊塢。新經濟地理學的模型可以解釋這種產業集中嗎？是否必須引入基本方法之外的其他影響力來解釋呢？ 
    答案是：像資訊的非正式擴散這種更分散、難於模型化的力量在形成和維繫真實世界的產業集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很可能隨著對核心—邊緣方法的微小改動，焦點會從資源的集聚轉換到特殊產業的地理集聚。 
    關鍵是允許生產的垂直結構，在這種結構中一個或多個上游部分生產的產品是一個或多個下游部分的原料，而且上下游的生產者都看重報酬遞增和運費。維納布林斯（Venables）在1996年提到，這就意味著存在前向和後向的聯繫，而這種聯繫傾向於把上下游的生產者集聚在一個地方。中間產品的生產者更願意在有最大市場的地方，那裏正是下游工業的所在；而最終產品的生產者希望在他們的供應者所在的地方，那裏又是上游工業的所在。 
    你可以詳述也可以簡化這一基本觀點。為了簡化它，你可以做出一個有些怪的假定，假定上下游產業都是一樣的——也就是說，消費的商品是一樣的，用作別的商品生產的原料也是一樣的。就像克魯格曼（Krugman）和維納布林斯（Venables）在1995年提到的，這導致了一個工業集聚的標準模型的產生，該模型在代數上和核心—邊緣模型結構相同，只是在一些符號的意義的解釋上稍有不同。這樣這種簡化揭示了下列兩個問題的原因本質上的相似性，即：為什麼人口會在某一特定地域集聚，為什麼工業“選擇”特定的人口集聚並在其中自行集聚。 
    你還可以設想一個更真實的投入-產出結構，其中上游工業為多個下游工業提供原材料，反之亦然。在此情況下我們就可以討論什麼樣的投入-產出矩陣可以導致產業群的形成，還有隨著世界市場的擴展，地區工業化的過程是什麼樣的 (Puga和Venables，1996)。 
    關注焦點從集聚到產業集中的轉換會產生附帶的影響，使得新經濟地理學對國際貿易理論在一個傳統的問題上產生了壓力，即：外部經濟在貿易中所扮演的角色。追溯到1923年，格瑞厄姆（Graham）就考慮了在整個產業的水平(與單個企業的水平相區別)上，報酬遞增可能會使不太相似的國家將其不同產品的生產專業化——這一過程能夠按照一些國家的優勢進行，以犧牲其他為代價(例如1987年Krugman)。很多觀察者注意到這種觀點的很多例子，如義大利紡織品生產的優勢、英國金融服務的主導地位，傾向於涉及國家內的特殊地方化，而不是國家外部經濟——波特 (Porter，1990)在現代強調的一點。新經濟地理學模型允許我們以另一種層次的眼光來重新審視這一想法，因為外部經濟現在是被導出而不是被假定的，所以能把它作為經濟變化的更基本的元素，其變化也是可預測的。 
     一個不很正式的例子是克魯格曼（Krugman）和維納布林斯（Venables）在1995年提到的，其作者把它看作“世界的歷史，第一部分”。它展示了世界貿易的發展歷程，運費的降低首先導致世界自發而隨意地分化成高工資、工業化的“北方”和低工資、只能進行初級生產的“南方”，然後在後來的某一時期，在犧牲南方利益的基礎上北方再次得到發展。關鍵點不是需要有這麼一個好的說法，它能很好的描述世界經濟系統實際的歷史。因為沿著這些線路的理論在過去多年中多少都是非常受歡迎的，所以這種方法表明了：它們是怎樣直接被證明是正確的，我們敢說是新古典主義的經濟模型嗎？它也說明了為什麼這一理論有時候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管用。 
    
演化為空間系統 
    兩地的理論有助於建立感性認識，但是以經驗為依據的經濟地理學必須應付現實世界的情況，現實世界裏活動在連續的空間上展開。新經濟地理學是否也需要像很多傳統的貿易理論一樣忍受“二元意識”（two-ness）和其他隱含的限制呢？ 
    答案是沒有必要，儘管在能夠建立的正式模型(甚至是用電腦類比的)和我們能在地圖上看到的情況之間仍然存在相當大的不同。 
    最不現實，但也許最受歡迎的方法是用一種生物學的觀點來解釋空間結構的演化，該觀點是圖靈（Turing）1952年在理解生物學上自組織的過程時提出的。想像有一種“跑道”（a ‘racetrack’ economy）經濟，活動發生在圓的圓周上，商品必須沿著圓周運輸。假定空間上的最初經濟活動都彼此相同，就好像藤田（Fujita）等提到的平滑地球（the Flat Earth）。如果向心力足夠強大，這種經濟就會以一種可預言的方式逐漸發展成為一種地理結構：生產會出現有規則的空間集聚，這些集聚(不是它們所處地點)之間有距離，由運費和規模經濟決定。圖靈（Turing）方法提供了一個關於像自組織這類時髦概念如何應用於經濟學的例子，正如大家希望的那樣好。它具有相當的魅力因為它為經濟學家提供了一種不同尋常的工具，特別是傅立葉變形（Fourier transforms）。它甚至能揭示一些可能更普遍的觀點。但是真實的世界最初既不可能是平的也不可能是圓的，所以這種方法和兩地模型相比不見得更接近現實世界。 
    藤田（Fujita）和他的學生(特別是Fujita，1993,Fujita和Mori，1999)寫了一系列論文提出了另一個可能更接近現實的方法。這種方法開始于杜能的“孤立國”：定義為生產的集聚地的城市邊緣環繞著農業用地。(使用新地理貿易的技巧，就有可能形成一個完全規定的平衡，平衡中中心城市的存在源于前向和後向聯繫的影響,而不是簡單的假設。) 然後讓經濟人口作為一個整體逐漸增加。在邊緣地帶和中心足夠遠的地方，某些製造業的“外逃”比較值的時候，一個新的城市就開始興起。隨著人口的增加，更多的城市出現，如此不斷增加。這一方法的關鍵在於承認任何一個已知的地方對製造業的吸引力可以用“市場潛力”指數(源於基礎經濟學)來表示(Krugman,1993年；但是市場潛力的想法是1954年Harris最先提出的，這裏新的工作可以看作是這種方法的改進)。經濟的變化過程可以被看作為一種共同演化，其中市場潛力決定經濟活動會在哪里發生。每一次活動發生地點的變動都會重繪市場潛力圖。 
    就像圖靈（Turing）的方法，這種城市演化的方法最終表明儘管存在很多可能的平衡，空間結構中應該有一些可以預言的規則。如果對廖什(1954年)的中心地理論作一些修改，可以得出：一旦城市的數目足夠大，城市的規模和城市間的距離就會趨於穩定，由向心力和離心力的共同作用決定，並幾乎保持不變。如果存在經濟規模和(或)運費方面不同的多種工業，經濟將會演化成一種等級結構，就像克裏斯特勒在1933年提到的一樣。所以這種工作的路線提供了和傳統區位理論及舊的經濟地理學的聯繫。 
    藤田（Fujita）模型還有另外一個成果，即它在自然地理決定經濟地理的角色方面提供了一種有趣的觀點。任何一個隨便瞭解一下經濟活動的真實地理分佈的人都會對其隨意性的重要很有感觸，涉及歷史真實的更是如此。紐約之所以成為紐約並不因為有一條150年間在經濟上很重要的運河。矽谷的存在是因為兩代以前一個斯坦福官員的眼光。當然河流和港口也會起作用。在城市系統演化的新地理模型裏，這些觀點得到了有效地調和。一個地域的有利方面譬如有一個好的港口，顯然扮演著“催化”的角色：這些地利可以使一個新出現的中心更可能位於該地而不是周邊的其他地區。但是一旦新中心已經建立起來，它的發展過程將是自我維繫的。它會達到一定的規模，這是由它集聚過程自我發展的優勢決定的，和它地理區位上的初始優勢關係不大。因為空間經濟具有自組織的特點，自然地理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很精確地起作用。 
  
我們走了多遠？     
    主流經濟學研究一般都有一個興衰迴圈：當一套新的思想出現時，開始大家會因為有新的領域出現而激動不已，接著又會因為發現新思想的局限性而感到失望。新經濟地理學當然也是如此。在最初的幾年，經濟學家激動不已，認為它是一個全新的重要領域，以前被忽視現在被發現來進行系統的思考，至少一些傳統的地理學家感到他們研究的領域最終得到了應有的重視。但是，現在變得很明顯，儘管新地理模型第一次在模型中引入空間思考，它足夠嚴密以至於成為了分析規範的一部分，但是這些模型太簡單、太特殊而不能很好地重演現實世界真實的經濟地理。對於那些不管怎樣都反對規範化模型的人(包括很多地理學家在內的一個群體)來說，發現模型的局限性也許正驗證了他們的觀點。 
    我們想特別指出的是：像舊的貿易理論一樣，新經濟地理學因為經受不住一定程度的誘惑而深受其害，在建立模型時，我們往往更願意去關注那些最容易建立模型的東西，而不是在實踐中可能是最有用的內容。很早以前馬歇爾 (Marshall，1890)就提出了工業區位的三個主要因素，用現在的術語來講就是：前向和後向聯繫，專門技能的稠密市場(thick market for specialized skills)，技術溢出。新經濟地理學只是考慮了這些原因當中的一個，而且是實踐中相對來說不重要的(這一點已經得到論證)，但是比其他的因素更容易模型化。畢竟，兩地或者一維的模型不能正確反映廣闊的三維世界。 
    能夠提供嚴密明確的模型，如果這種模型只是為不太嚴密、更經驗化的研究提供背景，得到主流經濟學的高度評價還是不無道理的。新經濟地理學雖然可能已經經歷過了早期的火爆，但它打破了主流經濟學在經濟活動發生的地點和原因這整個問題上長時間的沉寂。現在，交流已經開始，它必將繼續下去。 
